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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政策量化打分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政策属性、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及政策制定府际合

作网络等方面对我国 1978 至 2016 年制定的 219 条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进行文献量化研究，进而有效梳理

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变迁和府际合作的演进逻辑。研究表明，我国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逻辑主

要表现在政策机制不断完善、颁布政策的短期应急效应、累积政策的长期叠加效应以及部门合作不断强化等

四个方面。最后，从制度层面的系统性顶层设计、政策属性力度的完善、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持续优化以

及政策制定府际合作的强化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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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

出，通过科技进步推动环境规制已成为我国政府一

项重要的研究课题。2011 年环境保护部颁布《国家

环境保护“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分析了环境科

技发展趋势与需求，从十二个重点领域部署了环境

科技发展任务，为提升环境科技创新能力，探索中国

环保新道路构建了强大坚实的科技支撑体系。2016
年国务院颁布《“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规划》，明确了绿色低碳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五大领

域，把握我国产业绿色转型发展要求，着眼生态文明

建设，依靠科技营造发展新生态。2017 年科技部等

部门联合发布《“十三五”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

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的指

导思想、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科学技术

是全球范围内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1］，是实现经

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手段，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

支撑，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环境技术

创新成为解决我国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

危机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关键。科技领域环境规制

政策对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作用越来越受到政府的

重视，已成为我国环境规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本文运用政策量化打分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通过系统呈现 1978 至 2016 年我国科技领域环

境规制政策的文本内容与外部结构要素，对不同政

策属性、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及政策制定府际合作

网络进行政策文献量化研究。量化研究结果可以有

效梳理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变迁和府际合作的演

进逻辑，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政策研究理论的具体应

用领域。

1 理论综述

1． 1 政策文献量化

政策文献是政策思想的物化载体，是政府处理

公共事务的真实反映和行为印记，是对政策系统与

政策过程客观的、可获取的、可追溯的文字记录［2］。
最早对于政策文献的研究一般采用政策文献解读的

方式。一般来说研究者结合社会历史背景，通过分

析政策文献中个别词句表述的变化，发现政策主题政

治立场或价值取向的变化，从而解释或预测政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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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政策文献解读承袭了诠释学的基本要义，强调从

整体和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政策文献内容的复杂背景

和思想结构，因而能够对政策文献内容进行分析［3］。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将用语言表示而非数量表示

的非结构化政策文本转化为用数量表示的信息，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2］。政策文献量化研究

将内容分析法、统计学、文献计量学等学科方法引

入、围绕政策文献进行研究，对政策文献内容与外部

结构要素进行量化分析( 政策内容量化以政策文献

语义内容为研究对象，政策文献计量以政策文献结

构要素为分析对象) ，结合质性研究方法，揭示政策

议题的历史变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政策过程

的主体合作网络等公共政策研究问题。政策文献量

化研究可以弥补政策文献解读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

缺陷，它不同于传统政策研究范式对政策文献内容的

关注，更多地关注大样本量、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政策

文本的定量分析［4］。总之，政策文献量化研究是开展

政策研究与政策分析的一种新的范式和视角，为政策

变迁、府际合作等研究主体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3］。
1． 2 政策变迁与政策文献量化

政策变迁的最早定义是由西方学者从政策科学

的视角给出的。Anderson 认为，政策变迁是一个或

者多个新的政策逐步取代已有政策的循环过程，具

体包括颁布新政策以及修正或废止已有政策［5］。
政策变迁可以划分为政策创新、政策接续、政策维持

以及政策终结等不同阶段［6］，也可以分为没有改变政

策范式的常规且渐进的政策变迁以及改变政策范式

的非常规且激进的政策变迁两种模式［7］。
学者们在政策文献量化研究方面的探索在近几

年逐渐趋热，并被广泛应用于政策变迁分析方面。
Schaffrin 等［8］在构建“气候政策活动指数”的过程

中，将政策工具的数量作为密度，将政策工具的内容

作为强度，构建了可靠有效的国家政策产出衡量标

准，并对 1998 年至 2010 年欧洲三国能源生产行业

的气候政策工具及其政策组合的变化进行了详细描

述。Liao［9］使用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根据 1995
－ 2014 年我国政府颁布的 72 条风能政策，分析了

颁布机构、政策数量和政策力度变迁，以及比较两个

时期不同政策工具的差异，探究了风能政策的历史

变迁过程。在搜集 1949 － 2010 年 4707 件中央政府

科技政策文献的基础上，Huang 等［10］梳理了我国五

个阶段的政策演进规律与变迁趋势，探究了不同历

史时期科技政策主题聚焦点的变化。政策文献量化

是研究政策变迁分析的新型途径，为深入研究科技

领域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基础。
1． 3 府际合作关系与政策文献量化

府际关系是可以独立行使职权的政府之间静态

权责关系与动态权责关系的组合，包含享有治理权

力的治理主体间所有的关系，是每个国家成立之初

所必须考虑的问题［11］。政府部门间关系是指政府

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和府际关系

高度相关的概念。黄萃等学者认为府际关系既包含

不同行政层级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包含同一

行政层级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12］。在此基础

上，本文认同政府部门间关系描述的是政府的水平

组织结构，其复杂程度要远高于央地政府关系，因而

可称之为府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文主要

关注同一层级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将集中探

讨以中央政府部门间横向合作关系演进为重点的府

际合作问题。
府际合作一直是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个重要问

题，强调协调合作产生的新结构及功能，通过集体行

动和关联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和整体功能放大的效

应［13］。自 20 世纪 90 年代“协同政府”概念提出以

来，府际合作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各国政

府都在致力于促进政府内部部门的有效合作协同，

由此提出了“整体政府”“网络政府”等多种发展模

式。在过去的十年内，许多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纷纷实现了由过去各部门各自为政的模式向现

在合作模式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将政策文献量化应用于

府际合作研究领域，通过政策颁布机构中的成员社

会网络，致力于探讨政策制定组织网络、合作治理以

及公 共 服 务 组 织 网 络 等 不 同 的 研 究 议 题。李 江

等［14］在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方法迁移时，提出通过

借助网络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政策主体在行政影响

力方面的重要程度以及在政策体系中扮演的角色。
张国兴等［15］研究发现，节能减排政策制定的府际协

同合作状况逐渐增强，并呈现出阶段性的增长特征，

政策制定也逐渐由单一部门为主向相关部门联合为

主转变。可以看出，政策文献量化也是研究府际合

作的新型途径，为进一步探究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

策提供了新的方法选择。
综上所述，相关文献对科技创新政策或者环境

规制相关政策的制度体系演化规律进行了较多研

究，但并未对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这一具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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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演进逻辑进行有效分析。而且，目前政策文

献量化研究侧重以政策变迁或者府际合作为单一研

究主体，缺乏对政策变迁与府际合作进行有效整合

的政策文献量化研究。为弥补以上不足，本文拟从

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 第一，研究内容上，通过对

1978 至 2016 年间制定的 219 条科技领域环境规制

政策进行搜集整理，理清发展脉络与演化逻辑; 第

二，研究方法上，将政策量化打分方法和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有机结合，通过对量化标准的制定、确保政策

内容量化的信度与效度以及政策制定府际合作网络

分析等步骤，对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进行规范的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

2 数据基础与研究方法

2． 1 数据基础

从政策文本内容与外部结构要素入手全面收集

并分析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是政策文献量化的基

础工作。为此，本研究从全球法律法规数据库中收

集了 1978 年至 2016 年全国人大与中央政府( 包括

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等) 颁布的所有科技领域环境规

制政策。为保证政策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进一

步使用万方数据库和政府各部门官方网站等对上述

政策进行复查、过滤和补充，最终确定了与政策定义

高度相关的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其后，从政策

名称、制定部门、制定时间、时效期间、政策属性、政
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等方面制定政策分析单元编码表

并对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经过长期的选择与分类，建

立了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

由全国人大、国务院、发改委、环保部、科技部、工信

部、农业部和财政部等 40 多个部门独立或联合制定

的 219 条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

表 1 我国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分析单元编码表

政策名称 制定部门 制定时间 时效期间 政策属性 政策目标 政策工具

环保科技进步 命令控制型 市场激励型 宣传引导型

2． 2 研究方法

( 1) 政策量化打分方法

本文从政策属性力度、政策目标力度以及政策

工具力度三个方面对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制

定量化标准。基于 Zhang 等［16］的研究，政策属性力

度是 指 反 映 政 策 法 律 约 束 力 大 小 的 指 标。依 据

2002 年国务院颁布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根据颁

布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的部门级别和颁布的政策

类型，为每项政策赋予 5 ～ 1 分不等的数值来描述政

策属性力度( 表 2) 。政策力度评分规则如下: 领导

机构级别越高，政策类型越严格，政策属性力度得分

就越高。基于已有研究［17］，政策目标力度主要反映

政策规制过程中，对实现环保科技进步目标态度的

强硬程度及详细程度大小。而政策工具力度是指政

府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为实现既定目的采取的政策

手段与措施的约束力大小。通过对 219 条科技领域

环境规制政策进行编码，依据已有文献［18］对三类政

策工具的定义并结合专家建议，将主要的科技领域

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

宣传引导型三种工具类型。根据约束力水平和执行

程度制定政策目标力度与政策工具力度的量化标

准［16］，并赋予 5 分，3 分和 1 分。由于直接的研究对

象是政策内容本身，因此量化标准的内容效度可以

由研究对象本身来保证。

表 2 我国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属性力度的量化标准

政策属性 得分 政策属性力度的量化标准

A 5 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B 4 国务院制定的条例、指令、规定; 各部委的命令

C 3 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规定、方案、决定、意见、办法、标准; 各部委制定的条例、规定、决定

D 2 各部委制定的意见、办法、方案、指南、暂行规定、细则、条件、标准

E 1 通知、公告、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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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文献量化标准

后，考虑到政策文献量化过程的严谨性与真实性，本

文通过对打分人员培训、由 10 组不同人员对政策进

行独立打分的步骤进行政策文献量化，整个政策文

献量化过程参考已有文献［19］的步骤与要求进行。
为保证量化数据的内部一致性，使用同质性信度分

析方法对政策目标力度与政策工具力度的量化数据

进 行 检 验。根 据 Cronbachα 指 数 的 特 殊 要 求，

Cronbachα ＞ 0． 7 被认为信度结果良好。同质性信

度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政策目标力度与政策工具

力度的 Cronbachα最低为 = 0． 835，表明政策目标力

度与政策工具力度的量化数据可信度较好。这样的

量化过程可以始终保证最终结果的量化信度满足研

究的需要［20］。

表 3 量化数据的同质性信度检验分析

政策目标 Cronbach α 政策工具 Cronbach α

环保科技进步 0． 866 命令控制型 0． 852

市场激励型 0． 915

宣传引导型 0． 835

( 2)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因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

定的关系体系。社会网络分析关注的是社会行动者

及其互动与联系。社会网络分析实质上是有关网络

分析的图论、最优化以及动力学分析的总称。常用

的统计指标包括网络密度、中心势、聚类系数等指

标。一个完整的社会网络分析图是由多个节点和各

点之间的连线组成的集合，其中的节点代表“社会

行动者”，连线则代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在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各

部门之间相互合作的过程体现了各政策发文机构之

间的关系。目前，已有学者将社会网络分析引入对

政策发文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中［12］。社会网络分

析最初常用于对社会中各个角色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研究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联合发文的合作网络

时同样适用。在府际合作网络中，参与联合制定科

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的政府部门相当于是合作网络

中的一个节点，联合制定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的

每两个政府部门间的关系则相当于是合作网络中的

一条连线。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系统的指标

统计与可视化分析，可以清晰地呈现各政府部门在

合作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展示我国科技领域环境

规制政策府际合作关系演进特点与趋势。

3 研究结果

3． 1 政策数量变迁

图 1 展示了 1978 至 2016 年间，我国政府颁布

的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数量和累积的政策数量随

时间变化的演变过程。颁布政策是指我国政府当年

制定的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累积政策指的是当

年发挥效力的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既包括往年

制定并在当年行之有效持续发挥作用的政策，也包

括当年新制定的政策。由图 1 可知，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每年颁布的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数量尽

管在不同年度呈现出些许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实力的增强和对生态文

明建设的大力投入，政府更加重视科技领域环境规

制政策在环境规制中发挥的作用。此外，累积政策

数量逐年递增，说明我国政府颁布的科技领域环境

规制政策在时间维度上发挥长期作用。

图 1 颁布政策与累积政策数量的变迁趋势图

根据政策属性力度的量化标准可知，从政策属

性 A 至政策属性 E，政策属性力度越来越低。图 2
显示了 1978 至 2016 年间，不同政策属性下累积的

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数量随时间变化的演变过

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政策属性下累积政策数

量波动增加。
3． 2 政策效力变迁

通过对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的政策属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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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政策属性下累积政策数量的变迁趋势图

度、政策目标力度和政策工具力度进行打分赋值，得

到了初步的量化数据，本部分将开展进一步的数据

处理以满足下文分析的需要。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

策的政策目标效力是描述一条政策在一定政策属性

力度下所要实现相应政策目标的程度。一般而言，

同一条政策的政策属性力度越大，所要实现的政策

目标越具体，政策目标效力就会越好。因此，本文在

借鉴已有研究［17］政策目标效力度量方法的基础上，

利用式( 1) 计算各年度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目标

效力。

PGJt = ∑
N

i = 1
pei × pgi t∈［1978，2016］ ( 1)

由于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的政策工具效力不

仅仅与政策工具力度有关，而且还受到政策属性力

度和政策目标力度所带来叠加累积的乘法效应影

响［17］。一般来说，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的政策属

性力度越大，所要实现的政策目标越明确，所运用的

政策工具越具体，其政策工具效力就越高。因此本

文将利用式( 2) 来计算各年度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

策的政策工具效力。

PMJt =∑
N

i = 1
pei × pgi × pmil t∈［1978，2016］

( 2)

其中，PGJt 或 PMJt 表示第 t 年科技领域环境规

制政策目标效力或政策工具效力，N 表示第 t 年科

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总量，pei 表示第 i 条政策的政

策属性力度得分，pgi 表示第 i 条政策的政策目标力

度得分，pmil 表示第 i 条政策的第 l 项政策工具力度

得分。从式( 1) 和式( 2) 可以看出，科技领域环境规

制政策目标效力或政策工具效力越大，表明政府对

所实现政策目标以及利用该类政策工具推动环保科

技进步的重视程度越大。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变迁

趋势如图 3 － 5 所示。

图 3 政策目标效力的变迁趋势图

图 4 颁布政策工具效力的变迁趋势图

图 5 累积政策工具效力的变迁趋势图

3． 3 府际合作关系演进

府际合作是指同一条政策由两个及两个以上部

门联合制定的情形。本文统计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各府际合作关系网络指标，如表 4 所示。
以国务院在 1988、1998、2008 年进行的三次机

构改革为时间节点，本文将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

分为四个阶段，分别考察各阶段的政策部门联合颁

布情况。从表 4 可以看出，各阶段府际合作关系网

络图的密度呈现总体上升趋势，在 2009 至 2016 年

间达 到 最 大 值 ( 0． 4620 ) ，聚 类 系 数 也 由 最 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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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21上升至 3． 081，说明各节点的聚合程度越来越

高。网络中的节点数量越来越多，由 1978 至 1988
年间的 4 节点增加至 2009 至 2016 年间的 15 节点，

说明在科技领域参与联合颁布环境规制政策的部门

数量不断增加，显示出府际合作推进科技领域环境

规制政策的发展趋势。

表 4 政策制定府际合作关系网络指标统计表

阶段 密度 中心势 聚类系数 子网数 节点数

1978 － 1988 0． 1245 38． 43% 0． 721 2 4

1989 － 1998 0． 2253 25． 74% 1． 532 4 9

1999 － 2008 0． 3368 18． 87% 2． 218 7 12

2009 － 2016 0． 4620 13． 50% 3． 018 9 15

4 讨论与发现

基于对 1978 － 2016 年间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

策文本不同维度的量化打分结果与府际合作关系数

据的初步统计，结合我国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的

实践历程，本文从政策变迁与府际合作两个角度对

科技领 域 环 境 规 制 政 策 的 演 进 逻 辑 进 行 了 深 入

挖掘。
4． 1 政策机制不断完善

随着科学技术对环境污染治理重要性的增加，

我国政府不断强化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进一步

完善政策制定机制。首先，政策机制的完善通过颁

布政策数量的增加得以凸显。2005 年及以前，我国

政府每年颁布的政策数量基本持平，维持在 0 － 6 项

之间，但从 2005 年后，政府每年颁布的科技领域环

境规制政策数量呈现明显的波动增长趋势。其中，

2009 至 2011 年间的增幅最大，并在 2011 年出现增

幅峰值。2011 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起始年，

“十二五”规划将经济社会从“高碳到低碳”作为我

国第三次转型的转变之一。2011 年颁布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第四章

“政策导向”中明确提出“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

级”。在政策导向的要求下，我国政府又颁布了大

量的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使颁布政策数量达到

39 年间的顶峰。
其次，政策机制的完善通过颁布不同政策属性

具有不同效力期间的具体政策得以实现。从 1978
至 2016 年间，政策属性 A 的累积政策数量每年基

本保持在 0 － 6 项之间，政策属性 B 的累积政策数量

每年基本保持在 0 － 4 项之间，变化幅度较为平稳。
这说明全国人大及国务院对于属性 A 和属性 B 的

政策制定尤为慎重，一旦颁布可在数十年间甚至更

长时期产生效力，对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

具有深远影响。随着各部委在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

策制定中的角色与作用日益凸显，政策属性 C 和 D
的累积政策数量呈现平稳上升趋势，2011 年前后快

速增加。由于政策属性 E 代表通知、公告、规划等

属性力度较小的政策，生命周期短，可替代性高，因

此政策属性 E 的累积政策数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4． 2 颁布政策的短期应急效应

2006 年以来，颁布政策的短期应急效应在政策

目标与政策工具效力随时间变化的演变趋势中得到

了充分体现。首先，从上一个五年规划的最后一年

到下一个五年规划的起始年，颁布政策的政策目标

与政策工具效力均会出现井喷式增长趋势。例如，

2010 － 2011 年作为“十一五”规划向“十二五”规划

的过渡期，旧时期目标的达成和新时期目标的展开，

均在一批强有效的政策支持下得到实现。2011 年

作为“十二五”规划的起始年，颁布的科技领域环境

规制政策不仅数量多，在政策属性、政策目标等方面

同样具有很强的效力，各种政策中三种政策工具作

为促进政策执行的有效手段得到了综合运用，使本

年度颁布的政策工具效力达到峰值。
其次，在五年规划的中后期，颁布政策的政策目

标与政策工具效力均呈现大幅度减少趋势。例如，

2012 － 2014 年间颁布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效力不

断降低，一方面是由于颁布的政策数量减少，另一方

面由于此三年间颁布的政策基本是为“十二五”规

划的持续作用服务，多为通知、公告等政策属性力度

较小的政策，所以在政策目标与工具效力上大打

折扣。
4． 3 累积政策的长期叠加效应

累积政策的长期叠加效应体现在累积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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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策工具效力的演化变迁趋势中。首先，改革开

放以来，累积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效力呈现逐渐增

长趋势。近几年，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

出，我国加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每年累积的科

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目标效力不断增强，不同累积

政策工具效力逐渐增大。累积政策工具效力的演化

趋势与累积政策数量的演化趋势以及不同政策属性

下累积政策数量的演化趋势具有高度相关性，说明

了我国政府利用这些不断增强的政策工具效力推动

环保科技进步的决心。
其次，我国政府对不同累积政策工具的使用程

度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 1978 － 2016 年累积的

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中，我国政府对命令控制型

政策工具的使用程度最大，其次是宣传引导型政策

工具，对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使用程度最低。命

令控制型政策工具是政府使用的一种直接管制工

具，通常具有强制性，政策工具效力高，因此政府在

累积政策的使用中最多。随着环境问题的恶化，政

府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上日程，并逐渐增大累积

政策的治理强度，不仅在行政命令上对环境规制问

题制定强制命令，还针对企业层面提出财政金融等

方面的激励措施，并在公众层面加强宣传引导政策

工具的运用，使得市场激励型和宣传引导型政策工

具效力逐渐增长。
4． 4 部门合作不断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参与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制

定的部门数量越来越多，部门合作关系不断强化，呈

现出明显的“六部门钻石模型”。为了直观地了解

府际合作网络中的核心部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

件 UCINET 依据节点中心势①对 2009 至 2016 年部

门合作关系进行可视化处理，如图 6 所示。

图 6 2009 － 2016 年政策制定府际合作关系网络图

图 6 中节点中心势的强弱可由节点面积的大小

看出，图中连线的粗细代表每两个部门间合作次数

的多少。由图可知，联合颁布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

策较多的部门分别为发改委、环保部、财政部、科技

部、工信部和住建部，六部门在整体网络中处于核心

地位，构成六部门钻石模型。六部门间的合作次数

较多，其他部门间的合作较少。六个部门在部门合

作网络中不仅占据重要地位，也是推动科技领域环

境规制政策颁布的核心部门。
依据此六部门的机构设置，发改委是综合研究

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

的宏观调控部门，下设有环资司与高技术司等。环

保部负责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方针，组织协调和督促

检查各地区、各部门的环保工作。科技部负责拟订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针并组织实施，统筹推进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牵头建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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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平台，促进科技进步。工信部负责拟订实

施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标准，监测工业行业日常运

行，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和自主创新，并指导推进

信息化建设。财政部负责拟订财税发展战略规划并

组织实施，通过各项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完善科技领

域环境规制的财税政策。住建部承担规范城市与村

镇建设的责任，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建筑节能政策并

监督执行，组织实施重大建筑减排项目。通过六部

门的职能定位可知，在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联合

颁布部门的关系中，发改委发挥了全面统筹规划并

综合协调其他部门的作用，环保部起到颁布具体政

策并监督环保工作实施的作用，科技部与工信部则

分别在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方面发挥了促进环保科

技发展的作用。此外，财政部负责对具体的科技领

域环境规制工作给予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住建部

则代表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中进行环保科技减排的

具体实施对象。总之，在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制

定府际合作的过程中，六部门分别扮演了不同职能

角色，在功能上相互补充、配合，为政策的制定与实

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收集 1978 至 2016 年我国颁布的科技领

域环境规制政策的基础上，依据制定的量化标准从

政策属性、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三个维度对科技领

域环境规制政策强度进行了量化，对我国政府在政

策属性层面上制定相应政策目标并综合利用命令控

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宣传引导型等各种政策工具的

政策变迁状况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依据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系统论述了府际合作网络的特点与趋势，进

而有效梳理了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变迁和府际合

作的演进逻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科技领域环境

规制政策的演进逻辑主要表现在政策机制不断完

善、颁布政策的短期应急效应、累积政策的长期叠加

效应以及部门合作不断强化。
依据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演化状况，我国政

府未来制定和完善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时应加强

对如下建议的重视:

第一，加强我国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在制度

层面的系统性顶层设计。制度在战略决策中与资源

战略和产业战略同样重要，已成为直接决定政府政

策绩效的重要方面之一。我国政府在科技领域环境

规制政策的制定上应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具体的

政策数量、政策属性、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不同运

用，提升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在制度层面的系统

性顶层设计。
第二，完善不同政策属性下科技领域环境规制

政策的运用，适度提高政策属性力度。虽然我国累

积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数量越来越多，但法律效

力较大的政策多数在早期制定，使得平均的政策属

性力度越来越低。随着环保科技进步的现实需要逐

渐增长，政策属性力度的持续降低不利于科技领域

环境规制政策在制度层面的系统性顶层设计。因

此，我国政府在后续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

过程中，应适度增强制定政策的属性力度。
第三，持续优化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目标与

政策工具的运用。通过完善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

型与宣传引导型政策工具在推动环保科技进步目标

中的作用，使得政策目标效力与政策工具效力更好

地服务于我国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在制度层面的

系统性顶层设计，并深入到政策内容的具体实施中，

从更大程度上加强科技领域环境规制。
第四，加强我国科技领域环境规制政策部门间

的协同。我国政府不同部门间的责任与权力会导致

政策制定府际合作的强化，而不同部门间利益的差

别又会降低政策制定府际合作上的广度与深度［12］。
因此，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应加强发改委

的统筹协调作用，强化环保部、科技部与工信部在推

动科技领域环境规制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发挥财政

部在财税领域、住建部在住房与城乡建设中的具体

作用，进一步加强不同部门间的协同规划。
需要指出的是，在政府制定科技领域环境规制

政策的过程中，每种政策工具都是在许多不同政策

措施手段的运用中体现出来的。政策制定使用的具

体政策措施手段组合存在比本研究内容更为复杂多

变的情况。在研究中限于篇幅及论述的可行性，本

文并未充分讨论更为具体的政策措施手段组合的政

策变迁问题。因此，未来可以在这个方向深入开展

后续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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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olicy quantitative scoring method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studies 219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ies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T) fields formulated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16 in the dimensions
of policy attributes，policy objectives，policy instruments，and inter － department cooperation network，and then effectively combs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policy changes and inter － 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re are varying degrees of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in S＆T fields，the coordination of policy departments，and the policy contents such as
policy objectives and policy instruments．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in S＆T field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four aspects，which ar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y mechanism，the short － term emergency effects of the promulgation
policy，the long － term superposition effect of the cumulative policy，and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inter － department cooperation．
Finally，this paper proposes rela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atic top － level design，improvement of policy
attributes，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policy objectives and policy instruments，and strengthening inter － 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text quantification; policy change; inter － department cooper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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